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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壹、前言

2005年，我國發生震驚社會的啟聰學

校集體性侵事件。那時，光是該校自2004

至2011年間發生的性侵受害事件便有164

件，從年齡最小的國小二年級開始共牽涉

92位學生，而事件的兩造也不僅限於同

儕，更牽涉多起狼師侵害學生的案件。

事件的開端是由年僅16歲被害女學

生行為異常被其母親發現而開始。該名母

親向女孩就讀的啟聰學校求助，沒想到本

該以《性別平等教育法》開啟調查的當權

校長表示乾脆讓受害少女「嫁給加害者算

了」，老師則說「如果老師幫你，誰幫老

師啊？」少女母親求助無門，最後只能控

告該校，這才讓那些發生在宿舍、廁所、

浴室、圖書館、老師家、同學家及校車與

火車上的事件一樁樁一件件得以沉冤昭雪

（監察院，2012），而這些聽障者性侵受

害的影像也經我國電影《無聲》以「我有

大叫，但是他們聽不到！」傳進大眾的心

裡，使聽障者以生命血淚譜出的心痛故事

得以發出轟隆巨響，引發社會關注。

聽障者性侵受害事件已成事實並受

到關注，然，智能障礙族群性侵受害之情

事更是另一種不同情境的絕望，那是人數

更加龐大、風險倍數增加且隱匿事件更多

的「無聲」；換而言之，智障者面對的歧

視、漠視與噤聲，使得智障者與聽障者一

樣「無聲」，甚至當智障者終於鼓起勇氣

向外求援時，相關單位可能因其智障身分

對其證詞有所疑慮、不受理報案，甚至表

示「不要亂講話」，強推著智障者進入另

一種受害與求助的囹圄。故，本文彙整國

內外智能障礙者性侵受害文獻與實錄，連

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CRPD）之精神以求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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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自主權與性權的再倡議。

貳、智能障礙者性侵受害實錄

性侵害是暴力犯罪的一種類型，加

害者可能以暴力、恐嚇、脅迫等違反當事

者意願的方式達到口交、性交、肛交、

手指或異物插入（陳慧怡，2016）等侵

害性器官的目的，此等嚴重的身體侵害不

僅使受害者焦慮、憂鬱，更使其可能面臨

長期的失眠與易怒。然，更可怕的是該類

事件不僅侵害了個體的身體，更使得個體

被迫承受難以計量的精神損害，因為性侵

不僅是身體自主權的侵害，更是尊嚴迫害

與權力的剝奪（姚淑文，2001），尤其當

受害者為求保全生命而被強暴時，其所要

承擔的便不再僅僅只是暴力侵害的「害

怕」情緒，更荼毒當事者心神的是「羞

恥」之感受（Grauerholz, 2000），而長期

的自我譴責、憤怒、失落，與罪惡感最終

改寫受害者的身體與心靈地景，使其覺得

自己「髒」、「丟臉」甚至「想死」。然

而，智能障礙者遭受此等非人對待已非一

日之事，研究顯示，障礙者性侵受害的風

險因子眾多，光是「障礙」的身分便增

加了個體遭受暴力犯罪的風險（Hughes 

et al., 2011; Nosek et al., 2001; Powers et 

al., 2008），因為社會常將障礙者無性化

（Milligan & Neufeldt, 2001）、嬰兒化、

甚至物化與非人化（Nario-Redmond et al., 

2019），而這樣錯誤的社會認知氛圍更是

從維多利雅時期延續至今。

一、維多利雅時期的代罪羔羊

16世紀的歐洲瀰漫著一股古老的處女

清潔迷思（Virgin Cleansing），該迷思又

稱為處女愛滋清除說（財團法人台灣紅絲

帶基金會，無日期），認為身上帶有愛滋

病毒的人可以透過性交將病毒轉移至擁有

潔淨之身的處女身上（Bowley & Pitcher, 

2002; Jewkes et al., 2002），藉此擺脫性

病。所以，當男人發現自己染上梅毒或

淋病，便以容易下手的妓女、兒童、身

障者或嬰兒作為性交的目標對象（Groce, 

2004），而其中障礙女性更因當時貧困的

環境及民間對障礙者無性化的錯誤假設而

成為一大受害族群，由Smith（2003）書

中針對維多利雅時期妓院「充斥（塞滿）

智能障礙處女」的形容更可窺知當時智能

障礙女性受害的悲慘景象，而此等荒謬的

迷思與非人的作法在後來更經由宗教等傳

播途徑擴散至美洲大陸、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非洲，甚至印、泰等亞洲地區。

然，當學者試圖將此非人暴行歸結於

16世紀的民智未開，卻發現21世紀的研究

結果仍顯示心智障礙者性侵受害比例不僅

僅為非障礙者的四倍，更有超過75％的心

智障礙女性表示自己曾遭性侵或暴力攻擊

（林佩瑾，2001），自此可以確信智障女

性受害景況與身體自主權被受侵害並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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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議題，而是從16世紀開始，至今仍未能

消弭的權利與尊嚴剝奪。

二、21世紀的受害地景

不同於維多利雅時期，現今研究指出

暴力犯罪雖仍以心理或生理處於弱勢或不

利處境之人進行犯罪，然性侵主要考量已

不再以處女及性病的傳播為中心，而是以

加害者心中認定無法以司法手段將其定罪

之人為首要選擇（Gilson et al., 2001; Nosek 

et al., 2001），而社會對障礙者的陌生與歧

見，便使得障礙者被迫暴露於性暴力的風

險情境中，成為性犯罪者施加犯行的高風

險族群（McCormack et al., 2005）。

以色列一項研究調查了40,430起兒

虐案件，分析所有孩子的發展程度後發

現，在所有障礙兒童受虐案件中，重度

身障的兒童占比1.2％，輕度障礙兒童則

占了11％，且不論孩子的障礙程度為何，

只要孩子具有身心障礙，相較於非障礙

兒童便有更高的機率需承受性暴力對待

（Hershkowitz et al., 2007）。另一項美國

針對融合學校、寄養及警政紀錄之研究顯

示，障礙兒童的受虐盛行率足足為非障

礙兒童之3.4倍（兩者分別為9％及31％）

（Sullivan & Knutson, 2000）。而挪威則在

深入調查障礙者自填問卷的結果後，總結

出大部分的性虐待事件早在障礙者16歲前

便已發生，最小的一起性虐事件當事者甚

至是位年僅3歲的障礙兒童，而且這些虐

待大多非單一事件，而是重複了至少六次

或者更多（Kvam, 2004），由此可歸結，

障礙兒童不僅承擔著比非障礙兒童更高的

性虐待風險，受害的年齡多在16歲前，甚

至年僅3歲便成了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後來，學者又再針對智能障礙族群作

出研究，結果顯示智障者不僅相較於非障

礙者有更高的受害風險（Furey, 1994），

是所有障礙族群中風險最高者（Fisher et 

al., 2016），受害形式更包含多種類型的

性虐待（Sobsey & Doe, 1991）。以智障兒

童為對象的研究顯示，智障兒童目前性侵

受害之盛行率落在14％至32％間（Balogh 

et al., 2001; Briggs, 2006），更精確一點來

說，光是針對輕度智障兒童的研究便顯

示，每千名輕度智障兒童有10人為性侵受

害者，足足為非障礙兒童的三倍（Euser 

et al., 2016），更遑論受害黑數更多的智

障中重度兒童性侵受害量之驚人；再觀察

年齡更大一些的智障青少年可發現，隨著

年齡與表達能力的增進，智障青少年受害

比率相較於兒童時期的統計數值也隨之上

升，每千名智障青少年中便有57.9人為暴

力犯罪受害者，且這些12歲以上受害的青

少年受害形式不僅只是承受了身體的攻

擊，更包含了強姦、搶劫與更加嚴重的攻

擊行為（Harrell, 2017）。

2020年，西班牙學者與民間障礙服務

單位合作收集21至70歲成年智障者的受暴

情形，研究顯示96.9％智障者表示自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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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遭受暴力，其中87.7％認為自己經常受

害，且35％的人表示自己曾被性侵，包含

19.2％的不當撫摸，15.8％的強吻及14.3％

的強姦（Codina et al., 2020）；2021年該

研究團隊與組織再往下深入探究發現，遭

受單一及雙重形式暴力的障礙者分別占

39.6％及24.2％，而其餘的36.3％則曾經

遭受三至六種形式的性侵，包含強吻、

撫摸、自慰、強姦，無近身接觸的暴露

（exhibitation）與不雅展示（indecent sexual 

exposure）（Codina & Pereda, 2021）。

自此可以肯定，不論是由民間處女清

潔迷思所導致的智障女性強姦受害事件，

還是如今權利意識與衛生觀念皆更普及的

人權社會，皆未改變障礙者為受暴高風險

族群之事實（Assink et al., 2019; Codina & 

Pereda, 2021），一方面因為性侵事件原

就隱蔽且缺乏第三者的見證與協助，再者

社會對障礙者性議題的忽略與迴避，導致

障礙者被迫無性化（林純真，2010；邱大

昕，2012；Parchomiuk, 2012），更造就

智障者性侵受害情勢乏人問津，受害者孤

立無援之慘劇。以下便彙整智障受害者性

侵受害之說法，重現智障者性侵受害實錄

與絕境。

三、智障者受害與求助困境實錄

綜覽過往針對智能障礙者性侵受害的

文獻雖多，然不論國內外多以量化研究為

主，少數質性研究之訪談對象也非障礙者

本人，而是障礙者的家屬或服務提供者。

鑑於我國針對障礙者性侵為題之質性研究

珍稀，本文先摘錄賴富美（2007）所撰之

〈從「阿琇的故事」探討心智障礙者性侵

害問題〉，呈現我國專業工作者觀點下的

障礙者性侵受害；再以江家欣（2022）所

撰寫之碩士論文《「不要亂講話」―敘

事障礙女性性侵受害及求助的生命故事》

看見我國唯一以障礙者為主體進行訪談所

呈現之障礙者性侵受害及其生命故事之敘

述，期望以我國少數的質性研究紀錄呈現

障礙者性侵受害地景，同時顯示我國障礙

研究自2007年至2022年慢慢以障礙者為主

體之改變，最後以兩文中智能障礙女性性

侵受害情節，及相關研究之側面紀錄，做

為智障者受害與求助實錄之彙整。

（一） 工作者觀點下的障礙者性侵受害：

阿琇的故事

我國特教老師賴富美（2007）所撰之

阿琇的故事，以特教老師第一線與個案近

身接觸的視角，描述一名年僅17歲智能障

礙青少女性侵受害之經過。

阿琇從小國開始就讀啟智班，雖理

解力與表達力不好，但是溫和的性情讓阿

琇在清潔工作及與同學的相處上都算得上

順利，然，就是這樣一個乖巧的女孩上了

國中後，卻幾次反常地帶著數百元現金於

身，經導師了解後確認，阿琇遭居所附近

的老榮民性侵，而那些百元鈔票便是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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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後塞給阿琇的物證；老師知悉後進行

保護性通報，社工所代表的社政體系亦依

法介入處理，以為這樣看似照著流程順利

進行便能使性侵受害自此終止於阿琇的生

命。然，國中畢業後下著大雨的某天，阿

琇在校寄讀的老師發現其身著雨衣，身體

不適嘔吐不斷，原以為僅僅只是感冒，卻

得知阿琇已懷胎七個多月的事實，豐腴的

身型在寬鬆的衣物遮掩下讓體系毫無察覺

異樣。

賴富美（2007）對於阿琇經歷的描

述止於性侵受害並且懷孕的事實，賴老師

在其文章中言及智障者多以被「欺騙」或

者「交換」的方式性侵受害，再加上社工

後續追蹤的發現更可以知道智障者受害後

被迫接受的一至兩百元少量金錢對價式回

應，不但影響智障者對於親密關係之看

法，更可能使受害者被動制約或者對受害

事件本身麻痺並習慣化，可見智障者在社

會無性化的想像下未獲足夠性教育，導致

智障者性權的漠視與侵害等相當嚴重的後

果。另外，阿琇的故事更呼應了學者所揭

示之障礙者性侵受害揭露率低下之結果，

以現有研究結果為例，在Kvam（2004）

的研究中，障礙的性暴力受害者在受害後

有將近半數（49.0％）選擇獨守秘密，向

父母及手足或朋友求助者則分別為10.8％

及9.8％，最後10.8％的障礙者則表示自己

曾嘗試向外求援，相關單位卻不願相信其

受害之事實；再更近期的研究亦顯示，障

礙者成為性暴力犯罪受害者後，僅7.4％

的障礙者願向政府機關求助（Codina & 

Pereda, 2021），可見障礙者除在證詞可

信度受質疑、不夠友善的社會氛圍及性侵

後的自咎式想法下，極難主動求助於相關

體系之情事。

（二） 障礙者觀點的性侵受害故事：小櫻

的故事

在江家欣（2022）的論文中，第一

位受害者是位30歲中度智障女性小櫻，當

時被安置在住宿式機構的她被機構組長以

「去打掃董事長的公寓」為由誘拐出門，

然跟隨組長到達所謂董事長公寓後，卻遭

組長強行愛撫胸部、強迫口交及性交，而

這樣的事情不僅前前後後發生了五次，更

被機構主任目睹、老師知情，卻無人出面

制止。後來小櫻才知道，原來機構裡只要

是女性障礙者，全都是組長暴行下的受害

者，因為機構封閉且與外界隔絕，所以當

障礙者不願服從而被組長體罰（踢、踹、

毆打），外界也對這樣膠囊式真空環境內

發生的非人慘事無從體察，當他們向老師

們大聲求救，老師也會如同黑手黨謹守幫

規般表示「你別亂說話」、「組長對你很

好……帶你們出去」。這些受害的障礙者

們當然想過從機構出逃，但是他們知道一

旦自己跨出機構被警方尋獲，警方便會因

為認定他們是隸屬於某某機構的智能障礙

孩子，將他們送返機構，而出逃失敗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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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便是承受更加嚴厲的懲戒，因此，在權

控與威嚇的雙重制約下，障礙者們求助無

門變只能祈求老天，或躲藏在「受害婦女

症候群」的麻痺下，催眠自我以逃脫實際

心靈無法負擔的罪惡世界。

後來小櫻因機構縮編且生活能力較

佳，而幸運地被轉移至另一個社區式的環

境生活，自此開啟她的申冤之路。這條申

冤路上小櫻聽了無數次警政司法體系善意

的「不可以說謊」，而不論立意善或不

善，這樣耳提面命的道德提醒便顯露出社

會將智障者視為蒙昧兒童的幼稚化想像，

以至於智障者需要花費更多心力「說服」

或者「證明」其受害的真實性（陳伯偉等

人，2018）。另外，比起實際侵入身體的

驗傷採證流程，司法流程中針對受害情

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述，及警政對完美受

害者的刻板印象，更令小櫻感到赤裸疲憊

並且備受質疑，此時服務受害者小櫻的法

官、律師或警察，都彷彿成了小櫻受害事

件的第二位侵害者（second rapists）；經

過長年的司法抗戰，最終小櫻贏回了正義

與尊嚴，但受害的傷疤卻需要加倍的生命

與時間予以療傷。

（三） 障礙者觀點的性侵受害故事：小菁

的故事

另一位受害者也是位30歲中度智障

的已婚女性小菁，不同於小櫻，小菁受害

的當下雖非身處機構住宿式的環境，然小

菁身上卻有更加明顯的受害者「習得性無

助」。

小菁因父母缺席而由伯父伯母代為撫

養，當時小學五年級的小菁在伯母家用完

中餐便會前往兩位堂哥位於二樓的臥室休

息，然，一次日常的午休卻發生了二伯母

弟弟將異物插入小菁下體性侵得逞之事；

小菁那時不知自己的不願意及下體反覆的

撕裂疼痛代表著性侵，只能在恐懼的心情

及對長輩的遵從下，謹守二伯母弟弟的告

誡「不要亂講話」。後來兩位堂哥可能是

有樣學樣，也可能是天性劣質，亦對小菁

輪番騷擾與性侵，導致小菁的國小時期籠

罩在家內性侵的陰影下，即便穿著被鮮血

染紅的長褲前往學校被老師發覺異樣，也

不敢向老師訴說受害事實。

因為生性內向沒什麼朋友，學業又

總跟不上同學，小菁就學情況一直都不太

好，沒有去上課的日子便於街上閒晃，因

此認識一些同樣逃學的青少男女們。青少

年時期的同儕總是特別重要，小菁也一

樣，因為不好回絕朋友而跟著去了一次喝

酒唱歌局，卻在大家酒酣耳熱之際被其中

一位男子性侵並懷孕；再次的性侵受害雖

痛苦，懷著孕的小菁卻不願讓腹中孩兒生

下便有「父不詳」的身世，最後決定嫁給

加害人，成就孩子的人生。然，丈夫婚後

對小菁的暴力不但沒有消停反有增長，總

對小菁施以家暴合併非合意性交，在體型

的弱勢及童年受害噤聲經驗的囹圄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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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在多次的婚內非合意性交下生了三個子

女。可怕的是，丈夫性侵小菁還不夠，無

良丈夫後來不但讓自己的朋友染指小菁，

更強迫小菁至酒店陪酒賺取家用，造成小

菁更多起陌生人性侵受害的困境。這段期

間的小菁因緣際會下認識社會福利組織的

社工，並在社工的衛教下開始初次的性教

育、性侵與性騷的認識，學會肯定自我價

值，知道這些醜陋的性侵事件中「錯的不

是我」，最終向丈夫提出離婚。

原本以為離了婚就可以脫離從小到大

無法遏止的性侵受害輪迴，沒想到這對於

一位女性智障者卻是如此困難，想要自立

所以靠本事工作，卻在從事清潔工作的司

法單位被我國有正義象徵的執法人員多人

性侵，在說出受害實情後卻被警政司法體

系「當作神經病」。後來的小菁雖懼怕身

在司法體系的人會知法犯法對自己有所報

復，也會因這份龐大的恐懼而時常退回幼

年時的自己，認為「是自己亂講話」，但

她已學會求助也學會提出質疑，知道「我

沒有做錯事」，因此開啟與「壞人」的對

抗，司法申冤的漫漫長路在小菁這裡，目

前仍持續進行中。

小菁與小櫻經歷雖有不同，但都顯現

出即便智障性侵受害者早已被證實與非障

礙者同樣真誠且可信度相當的證詞（Codina 

& Pereda, 2021），然智障者陳述案件的

能力以及證詞可信度仍備受質疑，所以司

法體系不僅較少採信智障者提供的證詞與

報告（McGilloway et al., 2020; Wissink et 

al., 2015），在智能障礙者受害的求助歷

程中，亦可能因其在報案初期缺乏受害細

節的描述（Henry et al., 2011; Manzanero 

et al., 2015），或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而

記憶混亂、情緒糾結（高瑱娟、陳政智，

2021），最終連被警方接案的機會都被迫消

失。當警方不受理案件，案件便連進入司

法的機會都沒有，導致智障者性侵報案率

低下而風險完全被低估，受害者亦陷入滿

腹委屈無處申討的囹圄（Petersilia, 2001）。

參、障礙者平權中消失的性主體

回歸本文宗旨，彙整國內外智能障

礙者性侵受害文獻與實錄，連結CRPD之

精神以求智能障礙者身體自主權與性權的

再倡議。CRPD為聯合國於2006年決議通

過，並在兩年後的2008年正式生效的公

約，希望以此： 

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所有身心障礙

者享有充分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及平等，並

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

而我國亦於2007年嘗試將CRPD的精

神與內涵納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中，並於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2021），自此將CRPD國內法化的做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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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我國欲將CRPD實踐於我國社會之

決心。然，從上述文獻以及障礙者性侵受

害實錄可以輕易地發現，除扁平地看見智

能障礙族群依舊是性侵受害的高風險族群

外，亦可由這些具體的受害實錄看見障礙

者身體自主權、基本人權、最終引導至性

權的孤立及不足，以下將針對CRPD之倡

議與受害實錄所呈現之現實作出對話及反

省，重新審視智能障礙者被社會漠視多年

的身體平權與性權。

一、智能障礙者身體平權及消極性權

雖然CRPD開宗明義廣泛地表示：

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所有身心障礙

者享有充分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及平等，並

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

然，細看其條文可發現，CPRD其實

涵蓋障礙者消極性權的明確保障及積極性

權之倡議。

以障礙者消極性權及身體平權之保

障來說，CPRD第6條及第7條明揭締約國

應保障障礙婦女及兒童所有之基本人權及

自由，更於第15條、第16條及第17條表示

締約國應使該族群「免於酷刑或殘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免於

剝削、暴力與虐待」並且「保障人身完整

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

也就是應使智能障礙者有權與他人擁有平

等基礎的完整身心之尊重。

然，由上述文獻及智能障礙者性侵

實錄與研究側面紀錄可知CRPD第六條及

第七條之關注對象―身心障礙婦女及兒

童，便是性侵受害的重點對象，甚至在小

菁的案例裡，是從一位智能障礙兒童性侵

受害者被歲月及社會推著成為一位智能障

礙性侵受害的婦女，因為沒有及早發現智

能障礙者的脆弱家庭原貌，沒有即早通報

處遇，等到社政體系接住受害的智能障礙

者並開始提供性教育，讓智能障礙者重塑

自我認知，提高自我價值，擺正原本自咎

的狀態成「錯的不是我」時，已經是障礙

者重複受害後的成年期了。

再參考近年研究可知智能障礙者

在性侵受害後，會因「性侵害創傷症」 

（Rape trauma syndrome）顯現出界限創

傷（Boundary Trauma）、自我創傷（Self 

Trauma）及綜合創傷後壓力反應（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尤其針

對自我身體界線與自主權感到困惑、失去

掌控權，更對於捍衛自我的身體界限呈

現退縮的態度（黃雅羚、戴嘉南，2011；

Burgess & Holmstrom, 1974）。換而言

之，智能障礙者相對於非障礙者不但更

易成為性暴力受害族群，更容易覺得自

己「髒」、「丟臉」（James & Gilliland, 

2013）、認為受害是因為自己沒有盡到保

護自己的責任（Holmes & Slap, 1998），

進而導致智能障礙性侵受害者對於自身身

體自主權與掌控權失去功能感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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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議不論我國社政、教育或者其他相

關體系，面對智能障礙性侵受害者最應該

做的是告訴受害者「錯的不是你」，將錯

誤的自咎從智能障礙者的身體意象中剝

離，才能接續著充權其身體平權與自主

權，最終走到重新劃定身體界線、關係界

線並重新建立自我概念，也就是俗話說

的「我的身體，我作主」（My body, my 

choice）的理想狀態。

另外，不論障礙與否，性侵事件的受

害者絕大多數皆需與醫療、司法及警政體

系接觸，以利生理證據及第一手證詞的紀

錄與保留，然，上述智能障礙性侵受害者

對於與司法警政體系的接觸卻多呈現負面

經驗，不論是被當作神經病、被告誡不可

以說謊、來回反覆的詰問……皆可看見司

法警政體系對於「完美受害者」的刻板印

象，及對於智能障礙者認知能力、記憶能

力的猶疑影響到最終對其證詞可信度信賴

感降低所造成的不信任感，而這些，皆違

反CRPD第13條（獲得司法保護）所期望

之「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

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人權公約施行監

督聯盟，2021），更完全忽略智能障礙者

擁有身體自主權與性權的基本人權。

故，雖我國已於2014年將聯合國《兒

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CRC）與CRPD國內法化，明揭尊

重兒童的「司法表意權」與身心障礙者的

「司法平等權」（黃柏霖等人，2020），

更於2015年推動司法詢問員（Forensic 

Interviewer）制度，期許智能障礙者及兒

童等具有陳述挑戰的族群能在專業工作者

的協助下，於更友善的環境下理解司法問

題並完整陳述司法事件的複雜歷程，更希

望在此具有證據力的過程中維護弱勢證人

的訊問品質與人權，但是本文依然建議我

國應看見智能障礙者在性侵受害後面對的

報案困難、舉證與證詞遭受質疑之困境，

並依CRPD第13條所期望，提供智能障礙者

程序與適齡對待措施：

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

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有效發揮其

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

人。（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

最後，針對警政體系刻板印象導致的

智能障礙者性侵受害求助困境，再參考劉

文英（2009）之研究，建議依CRPD第13

條明揭之：

為了協助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效獲得

司法保護，締約國應促進對司法領域工

作人員，包括警察與監所人員進行適當

之培訓。（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2021）

增加司法人員在職訓練中對智能障礙

者及創傷相關反應之認識，破除「強姦

迷思」等完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以避免成

為我國智能障礙者性侵受害後的第二位侵

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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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障礙者之積極性權

以上關於不法侵害、身體界線、性

權維護……等詞彙都可以大致描繪出「身

體自主權」的意涵，然，其實國內針對身

體自主權之定義仍處於相當陌生的階段，

故本文審閱相關資料，重新澄清所謂身體

自主權意即個體自一處移動至另一處的自

由，無論該個體在哪裡都能安全地不受暴

力侵犯（含迫害及侵犯），及擁有性滿足

與生育的自主選擇權（陳妙芬，2016）。

也就是說，除了維護個體不受侵害之外，

身體自主權亦以積極的性滿足與生育自主

權為權益保障範圍。而性權對人之重要不

僅可依1995年通過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

議行動綱領》（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Action）所述之：

令人滿足的性生活（Right to a satisfying 

sex life）是一項基本人權，也與身心健康

息息相關，關乎生活品質及人際關係之提

升。（引自高睿甫、李柏翰，2018）

或者1 9 9 7年世界性學會（Wo r l d 

Association for Sexology）在其第13屆

性學大會上通過的《瓦倫西亞性權宣

言》（Valencia Declaration on Sexual 

Rights），甚至在更久以前由佛洛伊德所

主張的性權為生而為人與生俱來，性壓抑

即變相的社會不正義之說法（甯應斌，

1998），綜整出性權包含與性相關的人權

（如：健康、親密關係、親密感受及身體

自主），非僅局限於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554號所述之「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

生性行為」（憲法法庭，2002），更是人

類世界恆久的個人及社會關係及基本權利

（高睿甫、李柏翰，2018）。針對障礙者

性權之重視，則可見於2014年由世界性健

康大會通過的《性權宣言》（Declaration 

of Sexual Rights）及CRPD第25條之內容，

以上兩者除明確地將「障礙」列入性權不

歧視條款中，更將障礙者性議題分為與社

會參與相關的公民權，及與個人需求有關

的婚姻與生育輔導（包含性教育與性諮

詢）。

然，目前我國談及「性」的氛圍仍

彌散著揮之不去的道德迷霧（張盈堃，

2020），所以針對智障者性侵受害事實不

但缺少關注，相關社會倡議亦以智障者消

極性的身體自主權為主，也就是說社會關

心的是智能障礙者不受侵害或非人對待，

針對其他看似不如「生存」般重要的積極

性權益並不在乎；而我國對智能障礙者消

極性權與積極性權關注與支持度的落差來

源即因大眾通常將智障者「去性化」的視

為「無性」的「慢飛天使」，所以即便障

礙者已屆齡成年，卻仍被大眾以保護之名

行權威式的家父長式歧視，期望智障者永

遠「情慾真空」，永遠是「天真又純潔」

的天使（陳伯偉等人，2018）。而這樣的

性權消極視角，便使智障者面對兩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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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性權困境：第一，智障者不可以有

性；第二，智障者不可以生孩子。

社會對智障者第一種性權限制是「智

障者不可以有性」，起源於社會對於智障

者「嬰兒化」的想像，認為智障者只有嬰

孩般的認知及心智能力，無自我保護之

力，所以為避免智障者受到侵害，便需他

人嚴加管理智障者的性。自此，一旦障礙

者與性扯上關係便從純潔忠貞的天使成為

了墮落的象徵，更可能在其遭受性侵、性

剝削或者性誘拐時，被認定為「性欲過度

旺盛」，甚至在媒體的描繪下被「過度性

化」為失控的「淫蟲」（陳伯偉等人，

2018）。

智障者在社會中還有「智障者不可

以生孩子」的性權路障，除了源自於智障

者的無性化及嬰兒化，更基於變態的優生

醫療霸權。如同美國學者Talcott Parsons

所述「醫療是一種社會控制」，藉由定義

健康與疾病強化社會對「不合標準」者

進行社會規範、行為控制甚至生育的控

制（曾凡慈，2013），而如此生醫情節

（Psy-med Complex）的宰制甚至導致日

本在1948年制定《優生保護法》以「考量

減少缺陷者誕生，與增加優秀者比例均

衡」之說法對具有智能障礙、精神障礙甚

至其他看似可能旦下「不良子孫」的障礙

族群強制管束並進行結紮手術（鄭仲嵐，

2019）。反觀如今的臺灣，脫離了日本二

戰時期的身體暴行，卻仍以將智能障礙者

視為懷有「危險基因」不能孕育「正常」

下一代，並會一人智障全家智障的思維作

為「社會宰制」手段，合理化社會對智障

母職生育權力的剝奪，使智能障礙者一旦

萌生孕育下一代的想法，便被社會質疑為

自私、不為孩子著想、讓子女身陷風險情

境的父母，或者將智能障礙父母視為利用

生育竊取福利的依賴性「米蟲」，甚至連

身為助人工作者的社工皆無法對智障者性

權及生育權表達完全的支持（梁美榮，

2015）。

故，針對智能障礙者性權與生育權

之保障，本文認為我國應依CRPD第23條

「尊重家居與家庭」（人權公約施行監督

聯盟，2021）所述，所有適婚年齡之身心

障礙者，可有結婚與組織家庭之權利、保

留其生育能力、自由且負責地決定子女人

數及生育間隔，更重要的是，我國政府應

以智能障礙者積極性權為保障視角，適當

地提供智障者養育子女相關協助，找回智

障者在社會多重不利處境下被迫丟棄的身

體平權、性權與生育權。最後，智障者在

社會所遭受的多重不利處境很大一部分

亦源自廣泛社會氛圍與媒體的倡議，故本

國亦應遵守CRPD第8條針對意識提升之

建議：

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身心

障礙者之認識，促進對身心障礙者權利與

尊嚴之尊重；於生活各個方面對抗對身心

障礙者之成見、偏見與有害作法，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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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別及年齡之成見、偏見及有害作法。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

採取適當且有效的宣導措施，以提高

公眾對智能障礙者的認識、培養智障族群

權利態度，最後促進承認身心障礙者之技

能、才華與能力以及其對職場與勞動市場

之貢獻。

肆、結語

從聽障者到智能障礙者，再到其他精

障、視障甚至肢障族群，面對性的迫害，

不論消極或者積極都是一樣的「無聲」，

不論從身體平權、性權再到生育權，都是

一樣的弱勢，故本文在此再次倡導相較於

父權式的保護思維，將障礙者禁錮於毫無

現實感的無性環境中，不如積極的執行智

能障礙者性教育，與其恐嚇威脅智能障礙

者「不可以」，不如以培力途徑的正義觀

使智能障礙者充分探索自我進而習得身體

平權，並且在理解親密關係美好與風險的

雙面刃下讓情慾流動，釋出與他人建立親

密關係的機會，讓每一個智能障礙者不再

是以智能障礙為名的孤島，而是具有獨立

認知與情感世界的個體，最終回歸CRPD

的人權觀點，肯定智能障礙者被忽略已久

的身體平權與性權。

（本文作者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精神科社工師、國立臺灣大學博士生）

關鍵詞： 身心障礙、智能障礙、性侵、人

身安全與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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